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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电商政策的增收效应评估：来自准自然试验的证据与 

机制检验

周祥军  梁锦锋

摘  要：在“千万工程”助力城乡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农村电商是实现共同富裕与农民增收的重要

途径。本文基于 2010—2017 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微观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DID）、敏感性

分析、因果路径分析法，对电商政策实施前后农户收入的变化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电子商

务进农村试点项目显著提高了农户收入，且对中低人力资本水平的农户，以及东部和东北地区农户

的增收效果更为明显。第二，基于敏感性分析法对影响机制中可能存在的估计偏误进行修正后，发

现电子商务进农村政策主要通过改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提高农户电商能力的“数字效应”，以及扶

持电商企业的“企业效应”来促进增收。第三，基于多机制因果路径分析发现，“数字效应”的贡献

强于“企业效应”，而电商企业的直接作用强于物流成本的间接作用。该研究为理解农村电商发展的

增收机制提供了新的微观视角和政策优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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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增加农民收入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任务。为此，国家将发展农村电商

作为提升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并推出了一系列相关政策。2014 年，财政部和商务部联合启动了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计划（以下简称“电子商务进农村政策”）。截至 2023 年底，该政策已

在1489个县建立了电商公共服务和物流配送中心，村级服务站点超过15.8万个，初步形成了县、乡、

村三级覆盖的电商服务和物流网络。该政策旨在通过推动地方电商制度创新，降低电商物流成本，

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村流通现代化。

在此背景下，农村电商对农民收入的提升效果引发了广泛讨论。已有实证研究表明，电子商务

进农村政策拓展了农产品销售渠道 [1]，提高了农户的议价能力与信息可得性 [2]，使农户人均净收入增

加 33% ～ 39%[3-4]，并为农户提供了新的就业和创业机会 [5-6]。然而，现有文献多集中于销售渠道拓

展等传统机制，对于电子商务进农村政策如何通过改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扶持电商企业、提高农

户电商销售能力等新路径来促进增收的研究却相对不足。因此，本研究将探讨电子商务进农村政策

促进农户增收的实现机制，以进一步优化电子商务进农村政策的实施效果。

本文的边际贡献可能在于：第一，系统深入地探讨了农村电商影响农户收入的微观路径；第二，

针对机制检验中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偏估及多机制之间的关联性问题，借助敏感性分析和因果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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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法，为上述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与新的经验证据，有助于更好地厘清政策思路，提升施政效率。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电子商务进农村政策对农户收入的直接影响

数字经济的兴起使农村商务成为推动农户增收的重要动力。研究发现，电子商务不仅显著增加

了农户收入，还通过溢出效应带动了非电商经营户的收入增长。此外，农村电商发展也有助于缩小

城乡收入差距，尽管其效果存在地区差异 [7-8]。通过电商平台，农户能够减少所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

题，降低交易成本，更便捷地获取市场信息，从而改变价格接受者的局面，并实现信息的时空跨越，

大幅拓宽市场范围 [3，9–11]。这不仅有助于农户增收，还能促进本地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规模经济效

应 [12-13]。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假设 1。

假设 1：“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对农户收入具有直接且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电子商务进农村政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

1. 加强数字基础设施

电子商务进农村政策通过加强数字基础设施，显著提高了农户收入。基础设施的改善不仅大幅

提高了农民的数字技术采纳率，还拓展了其社会网络和信息获取渠道 [14-15]。特别是在偏远地区，数

字连接质量的提升能够支持农户更好地参与电子商务活动，扩大其市场接入能力 [16]。随着电子商务

政策的推进，数字基础设施的进一步改善，农户能够更有效地获取和利用信息，提升其数字素养，

从而更好地参与电子商务活动，增加收入 [17-18]。

2. 扶持电商企业

电子商务进农村政策通过扶持电商企业的发展，可有效带动农户增收。该政策通过改善基础设

施、提供资金和技术培训，降低了电商企业进入农村市场的门槛，并促进了企业与农户的深度合作，

帮助农户掌握在线销售、市场分析等关键技能，从而提升其电商销售能力，增加销售额 [6]。此外，电

子商务的发展能为中小型企业拓宽市场空间，增强其竞争力，使其在更大的市场范围内获得发展机

会，并巩固市场地位 [19]。在电子商务进农村政策的推动下，电商企业通过与农户合作，优化供应链、

开展品牌推广和市场扩展，不仅提升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还有效带动了农户的销售收入增长 [20]。

3. 提高电商销售能力

电子商务进农村政策通过提供专业培训、品牌推广、市场拓展和供应链优化等核心服务，旨

在提升农户的电商销售能力。随着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农户对农产品的数字化销售能力得到显著

提升 [21-23]。例如，在 Ghana 的研究中，采用电子商务显著提高了农产品的销售收入，扩大了市场范

围 [23]。电子商务的普及还促使销售组织结构发生变化，从传统的销售模式转向更加灵活和高效的

混合销售模式。这种新结构能利用销售自动化和商业智能技术，优化销售流程，提升销售效率和绩

效 [24]。因此，电子商务进农村政策通过多方面的支持和创新，提升农户的电商销售能力，从而推动

农户收入的增长。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研究假设 2。

假设 2：“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主要通过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扶持电商企业发展

及提高电商销售能力，显著促进了农户收入的增长。

电子商务进农村政策影响农户收入的作用机制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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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电子商务进农村政策影响农户收入的作用机制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名单及试点年份数据，来源于商务

部官网；二是贫困县名单，来自 2012 年国务院扶贫办发布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三

是农户家庭的微观数据，来自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库（National Fixed Point Survey，

NFPS）。该数据库涵盖除港澳台地区外的 31 个省（区、市）300 多个县的 2 万余户农户，能较为全

面地反映全国农村家庭的生产、消费及收入等情况。根据研究需要，本文选用 2010—2017 年的数

据。机制分析中的变量分别来自省级层面的“有电子商务活动企业数比重”“电子商务销售额”及各

地级市的“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量”。

数据处理与样本筛选流程如下：（1）将电子商务进农村示范县名单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名单进

行匹配，最终得到 262 个观察村、4362 户农户，共计 34986 个观测值的非平衡面板数据。（2）为消

除部分极端值的影响，对核心变量进行 1% 水平的缩尾处理。（3）对部分控制变量同样进行 1% 水平

的缩尾处理，并采用线性插值法填补部分缺失值。

（二）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户收入，用农户家庭全年总收入的对数衡量。家庭全年总收入包括家庭

经营收入、乡村（干部、教师）工资收入、本地从业工资性收入、外出从业工资性收入、租赁收入、

财产性收入（利息、股息、红利）、征地补偿款、离退休金、养老金、其他非借贷性收入。

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在多期 DID 模型中，若农户所在村庄

在当年或之后成为试点，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

3. 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既有文献 [6，25]，主要从家庭层面和村庄层面选取控制变量。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

户主特征（性别、年龄、户籍、受教育年限和健康状况）、是否乡村干部户、是否党员户、家庭常住

人口数、家庭劳动力数。村庄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全村人均纯收入、年末常住人口、全村已有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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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数，其中将全村人均纯收入取对数，来控制村庄的经济发展水平。

主要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农户收入（ln _(inc total )） 全年家庭总收入（取对数） 10.67 0.797

解释变量

电子商务示范县
是否“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1=实施

当年及以后各年，0=其他
0.0535 0.225

控制变量

家庭特征

性别 户主性别（0=女，1=男） 0.928 0.259

年龄 户主年龄（实际值） 56.38 11.14

户籍 是否为农村户口（0=否，1 是） 0.958 0.201

文化程度 户主受教育年限（实际值） 6.851 2.665

健康状况
户主自我认定的健康状况（1=优，2=良，3=中，

4=差，5=丧失劳动能力）
1.833 1.027

乡村干部户 是否是乡村干部户（0=否，1=是） 0.0407 0.198

党员户 是否是党员户（0=否，1=是） 0.155 0.362

家庭规模 家庭常住人口数 3.805 1.673

家庭劳动力规模 家庭劳动力数 2.491 1.217

村庄特征

村庄经济状况 村庄人均纯收入（取对数） 8.965 0.584

村庄规模 村庄年初常住人口数 2048 1424

手机部数 全村已有手机部数 1201 1004

选择变量 贫困县 所在县当年是否是国家级贫困县（0=否，1=是） 0.202 0.401

机制变量

电商企业占比（POEE） 有电子商务活动的企业数比重（%） 7.91 1.069

电商销售额（ln ESR_ ） 电子商务销售额（亿元） 7.441 2.928

宽带用户数（ln INT_ ）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量（千户、取对数） 6.644 0.841

（三）识别策略

本文采用多期 DID 模型来识别农村电商发展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

策在不同时间和不同试点县的实施，为本研究提供了类似自然实验的良好条件。但示范县的选择并

非完全随机，该政策更倾向于选择经济发展较为滞后、脱贫任务紧迫的贫困地区。为解决由此可能

带来的选择性偏误，参考 Gentzkow[26] 和 Li 等 [27] 的方法，在模型中控制了试点选择标准（是否为贫困

县）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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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ln _ ' ( ) 'ijt jt ijt i t ijtinc total ecommerce X S f tα β γ θ µ λ ε= + + + × + + + � （1）

其中， ln( _ )inc total ijt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 j 县的家庭 i 在 t 年的家庭总收入。 ecommercejt 为核心

解释变量，若家庭所在县在 t 年已被纳入试点则取 1，否则为 0。 Xijt 表示一系列可能影响农户收入的

控制变量，包括家庭和村庄的特征。 µi 为家庭固定效应，控制了家庭层面所有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

λt 为年份固定效应，控制了所有家庭共同的年度变化因素； ε ijt 为随机扰动项。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电子商务进农村政策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第（1）列为未控制任何变量

的回归结果，政策变量系数显著为正；第（2）列加入了家庭特征和村庄特征的控制变量；第（3）

和第（4）列进一步控制了试点选择变量与年份固定效应的交互项。回归结果表明，农村电子商务的

发展显著提高了农户的收入，验证了研究假设 1。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农户收入

（1） （2） （3） （4）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0.074*** 0.081*** 0.080*** 0.081***

（0.014） （0.014） （0.014） （0.014）

家庭特征 否 是 是 是

村庄特征 否 是 是 是

试点选择变量×时间多项式 否 否 是 否

家庭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试点选择变量×年份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样本量 34896 33669 33669 33669

R2 0.775 0.790 0.790 0.790

注：  ∗∗∗、  ∗∗和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二）平行趋势性检验

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需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图 2 展示了在 95% 置信区间下的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通过分析平行趋势与政策实施后的时间动态效应，结果表明，在示范县设立前，农户收入增加的估

计结果均未达到显著水平，系数变化较为平稳，且接近于零，这表明平行趋势假设得到了有效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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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平行趋势检验

（三）稳健性检验

1. 安慰剂检验

本文通过随机生成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试点政策的时间和地区，进行安慰剂检验。图 3

展示了重复 1000 次随机生成的政策估计系数分布。结果表明，遗漏变量对估计结果的影响较小，从

而验证了本文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图 3  安慰剂检验图

2. Bacon 分解检验

针对 DID 方法可能存在偏误问题 [28-29]，本文采用 Bacon 分解法检验了电子商务进农村政策对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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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收入提高效果的稳健性，具体结果见表 3。结果显示，“后处理组 vs 先处理组”的 DID 估计量权重

仅为 0.7%，这表明异质性处理效应对估计结果的影响较小，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 3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实施效果的培根分解结果

“2×2”DID 的分组类型 DID 估计量 权重

先处理组vs后处理组 0.119 0.015

后处理组vs先处理组 -0.024 0.007

处理组vs从未处理组 0.074 0.977

（四）其他稳健性检验

为排除其他同期政策的干扰，本研究参考方师乐等（2024）[25] 的做法，在模型中分别控制了

“宽带中国”和“电信普遍服务试点”政策变量，具体结果见表 4。结果显示，在控制这两个政策变

量后，电字商务进农村政策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结论稳健。

表 4  其他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农户收入

（1）

控制“宽带中国”试点样本

（2）

控制“电信服务普遍试点”样本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0.082*** 0.081***

宽带中国

（0.014） （0.014）

0.013

（0.009）

电信普遍服务试点
-0.006

（0.0111）

家庭特征 是 是

村庄特征 是 是

家庭固定效应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试点选择变量×年份固定效应 是 否

样本量 33669 33669

R2 0.790 0.790

（五）异质性分析

“电子商务进农村”政策对农户收入增长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如表 5 所示。其中，第（1）—（3）

列基于户主受教育年限将其分为三组：0 ～ 6 年为低水平；6 ～ 12 年为中水平；12 年以上为高水平。

研究发现，相较于高人力资本组，该政策对中、低人力资本水平农户家庭收入的提升作用更明显，

且效果在中等组中最为突出。这可能是高人力资本农户已具备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和先进技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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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增益有限；低人力资本水平的农户受限于技能和“数字鸿沟”，未能充分获益；而中等组则能有

效利用政策机遇。

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见表 5 中（4）—（6）列，“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在东部和东北

地区显著促进了农户收入增长，尤其是在东北地区表现尤为突出。这可能是由于东北地区传统销售

渠道有限，引入电子商务平台后，带来了显著的市场拓展效应，加之其作为重要粮产区，优质农产

品可通过电商平台实现更高价值。相比之下，东部地区由于基础设施完善、市场发展程度较高，农

户已通过多种渠道实现了较好的市场接入，因此电子商务政策的边际效应较小。而在中西部地区，

由于经济落后和基础设施不足，制约了电子商务政策的实施效果。

表 5  异质性检验

变量

被解释变量：农户收入

（1） （2） （3） （4） （5） （6）

人力资本异质性 区域异质性

低 中 高 东部 中西部 东北地区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0.076*** 0.129*** 0.042* 0.095*** 0.009 0.497***

（0.022） （0.026） （0.022） （0.023） （0.017） （0.056）

家庭特征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村庄特征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家庭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试点选择变量×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4652 8434 10583 11265 18569 3835

R2 0.813 0.748 0.759 0.828 0.773 0.752

五、机制分析

前文的实证分析验证了电子商务进农村政策对农户收入具有正向影响，并在理论分析中探讨了

该政策通过改善数字基础设施、扶持电商企业、提高电商销售能力这三条关键路径增加农户收入。

下文将对此进行实证检验。

（一）机制检验结果

机制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其中，第（1）列显示，政策显著增加了宽带用户数；第（4）列中，

宽带用户数对农户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政策通过改善数字基础设施促进了农户增收。第（2）

列显示，政策显著提高了电商企业占比；第（5）列中，电商企业占比对农户收入有正向影响，说明

政策通过扶持电商企业带动了农户增收。第（3）列显示，政策显著提升了电商销售额；第（6）列

中，电商销售额对农户收入有正向影响，表明政策通过提高电商销售能力促进了农户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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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机制分析

变量
（1） （2） （3） （4） （5） （6）

宽带用户数 电商企业占比 电商销售额 农户收入 农户收入 农户收入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0.035*** 0.388*** 0.029** 0.052*** 0.056*** 0.057***

（0.007） （0.052） （0.014） （0.020） （0.019） （0.019）

宽带用户数
0.083***

（0.026）

电商企业占比
0.006***

（0.003）

电商销售额
0.027***

（0.013）

家庭特征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村庄特征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家庭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试点选择变量×年份固定

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5112 16736 16736 15112 16736 16736

R2 0.980 0.918 0.958 0.872 0.867 0.867

（二）敏感性分析

上文所述的因果中介效应机制分析可具体表现为三步方程：

	 1 1 1 1i i i iY X c Zα β ε= + + + � （2）

	 2 2 2 2i i i iM X c Zα β ε= + + + � （3）

	 3 3 3 3i i i i iY X M c Zα β γ ε= + + + + � （4）

为评估遗漏变量可能带来的估计偏误，本文遵循 Imai 等 [33] 的方法进行了敏感性分析。该方法核

心是基于 LSEM 框架下判断模型（3）和（4）中的 ε i2 和 ε i3 的相关性程度，敏感性参数定义为这两个
误差项的相关系数，具体如下式：

	 2 3( , )i iCorrρ ε ε= � （5）

其中 ρ绝对值越大，说明内生性越强，中介效应估计值于真实值偏差较大；当 ρ = 0 时，则说明

不存在内生性问题。此外，当敏感性参数不为零时，Imai 等还推断出基于已知敏感性参数 ρ经修正

的平均因果中介效应：

	
 ( ) ( )2 22 1

2

1 / 1r
β σδ ρ ρ ρ ρ
σ

 = − − − 
 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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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σ1和σ 2分别代表式（2）和（3）中误差项的标准差，即σ ε ρ ε ε2
j ij i i= = =Var j Corr( ) , 1, 2, , ( 1 2 )

则代表两者的相关系数。

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见表 7），三个影响机制的敏感性参数都接近于 0，说明遗漏变量导致

的偏误较小。同时，修正前后中介效应均为正，且二者差值较小，说明前文所识别的中介效应是稳

健的。

表 7  中介效应检验：敏感性分析

影响机制 中介效应模型
敏感性参数 修正后中介效应 修正前中介效应

（ρ） （δ） （β γ2 ）

宽带

用户数

ln INT ecommerce_ jt jt ijt= + +α β ε2 2 2

ln inc total ecommerce INT( _ ln _ijt jt jt ijt) = + + +α β γ ε3 3 3

0.0000 0.0003 0.0029

电商企业

占比

POEE ecommercejt jt ijt= + +α β ε2 2 2

ln _ α
 
 
 
 
inc total ecommerce POEEijt jt jt ijt= + + +3 3 3β γ ε

0.0000 0.0016 0.0023

电商

销售额

ln ESR ecommerce_ jt jt ijt= + +α β ε2 2 2

ln _ _
 
 
 
 
inc total ecommerce ln ESRijt jt jt ijt= + + +α β γ ε3 3 3

0.0000 0.0001 0.0008

（三）多机制因果路径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多个机制变量之间的相对重要性与关联性，避免逐步回归法可能存在的问题 [34-35]，

本文采用了基于 Rubin 因果框架的因果路径分析法（CPA）。

因果路径检验结果显示（见表 8），政策影响农户收入的总效应，以及通过三个机制变量的间

接效应均为正向显著。图 4 直观展示了各条因果路径，分析发现，通过改善数字基础设施（M1）的

“数字效应”要强于通过扶持电商企业（M2）的“企业效应”；而在企业效应中，电商企业的直接作

用又强于其通过降低物流成本等产生的间接作用。

表 8  因果路径检验

Estimate Std.Err. CI

Indirect Effect：X M Y→ →1 0.127∗∗∗ 0.004 [ 0.120，0.1353]

Indirect Effect：X M Y→ →2 0.041∗∗∗ 0.003 [ 0.035，0.0479]

Indirect Effect：X M Y→ →3 0.001∗∗∗ 0.001 [ 0.000， 0.0024]

Total Effect：X Y→ 0.128∗∗∗ 0.016 [ 0.096， 0.1609]

注：M1、M2、M3 分别代表机制变量宽带用户数、电商企业占比和电商销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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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电子商务进农村 

Y 
农户收入 

M2 

扶持电商企业 
M3 

电商销售能力 

M1 

数字技术基础设施 

0.59% 
24.26% 

75.14% 

24.26% 

0.59% 

图 4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影响农户收入的多机制因果路径图

六、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基于“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的实施，采用多期双重差分（DID）模型，系统分

析了该政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该政策显著提升了农户收入，尤其对中、低

人力资本水平，以及东部和东北地区的农户增收效果更为显著。该政策的主要作用机制包括加强农

村数字技术的基础设施建设、扶持电商企业发展和提升农户电子商务销售能力。具体而言，通过推

广和扩展互联网宽带接入，显著改善了农村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使农户能够更便捷地接入电子商

务平台，直接面向更广阔的市场，提升销售收入。同时，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支持和技术

培训，降低了电商企业进入农村市场的门槛，促进了企业与农户的深度合作，提升了市场竞争力。

此外，通过系统化的专业培训、品牌推广、市场拓展和供应链优化等措施，进一步提升了农户的电

商销售能力，为其收入增长提供了可持续动力。改善数字基础设施的“数字效应”在促进收入增长

方面优于扶持电商企业的“企业效应”，而电商企业的直接作用要强于物流成本降低的间接作用。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加大农村数字基础设施投资力度。鉴于“数字效应”

在增收中的关键作用，政府可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的投

资力度，扩大网络覆盖范围和提升接入质量，确保农户能够充分利用电子商务平台拓展市场渠道，

提升销售收入。第二，优化电商企业扶持政策。政府应加大对电商企业的扶持力度，提供财政补贴、

技术指导和市场信息支持，鼓励电商企业深度参与农村市场建设，强化与农户的合作关系。第三，

提升农户电子商务能力：通过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电商培训，帮助农户提升数字技能和市场意识，

确保他们能够充分利用电子商务平台提升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附加值。此外，应完善品牌推广和

供应链管理等关键环节的支持，进一步增强农户在电子商务市场中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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